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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子文《西安事变日记》[1] 

张俊义 译 

12月20日 

上午10时抵西安。汉卿称，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： 

改组国府、采纳抗日分子。 

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。 

发动抗日运动。 

释放被捕七人。 

但今晨委员长改变主意，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。 

我见到端纳，他说汉卿所为绝对错误，然彼动机系出爱国，所倡政策亦为正确，他说 

委员长做事过于顽固。杨将军告诉我，汉卿所言可完全代表他的意见。 

我单独拜见委员长。他甚为感动，失声大泣。我对其安慰，告诉他，彼并未蒙羞，相 

反，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，同情他。此前他一再叫端纳让我前来，然此时他却担心我不会获准离开西安，并被逼加入其新政府。我说，倘我被逼
加入，将成千古罪人。他说，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，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。我指出形势之危险性，谓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
保全，即便西安被占，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，惟国家将陷于分裂，内战四起。他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，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。他必须认
识到，他的案件，不似一名将军遭一群有组织队伍捕获那么简单，只要捕捉者被迫做出退让，就可饶其性命。我请他允准，以我不才，谋划一解
决之道。他多次要求端纳留下，尽管蒋夫人一直在召其返京通报消息。他说，汉卿已读其日记，应明白其（抗日）意图与政策。 

    下午，汉卿拜见委员长。他说，自我见过委员长后，其态度渐次通情达理。委员长告诉他，倘汉卿愿将部队调往绥远，他将同意。 

    我拜见委员长，他称已答应汉卿：（1）、允其军队开往绥远。（2）、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。（3）、改组陕西省政府，由杨虎城提名人
选。他要求我与张、杨二人讨论此等事项。张、杨说，第1与第3点无关重要，四项条件为问题之关键，委员长称将该项提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，
系回避问题之实质，因只要他同意，大会定能通过。 

    晚上，我继续探寻解决办法。我们（指与张、杨——译者）谈到请阎锡山出面调停，还有请居正以非正式官方代表身份前来谈判。我得出之
印象，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。他们已走向极端，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，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，甚或，他们可能变成一
伙暴徒，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。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，其委员会[2]已经决定，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，为安全起见，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
共。这决非凭空之威胁。 

12月21日 

    在见张、杨之时，他们说，他们讨论了昨晚所提之办法，得出结论是，不欢迎居正前来，因为在南京方面他谁也不能代表。 

分析整个时局，我得出如下结论： 

    一、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、杨二人所发动，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。张、杨至为团结，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彼二人分
裂，此不仅不可能，且充满严重危险。 

    二、张、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，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，以现有之兵力，加之有利之地形，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，他们完全可固守战
场数月。 

    三、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、杨维系在一起。 

    在离开南京之前，我一直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间摇摆，然经我实地细量，我坚信，拯救中国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。我不知何种政治解



决切实可行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： 

一、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，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。 

二、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，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。 

三、派一将军来西安，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。 

我把我的决定通知张、杨，获其同意，且张（学良）给蒋夫人与戴（笠）写了信， 

但他同时表示，倘西安发生战事，蒋夫人之安全不能得到保障。 

    随后，我于11时再次面见委员长。他交我几封分致国民、蒋夫人及其二子之遗嘱，并要我将这几封遗嘱给汉卿看。（张扣下遗嘱，谓假如发
生战事，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，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。）委员长要我不让蒋夫人前来西安，且让我亦不要返回。我告诉他，无论如
何，后天我定返回。 

    午12时，我离开西安，下午抵南京。 

    在南京，我毫无保留与蒋夫人、孔夫人及戴雨农面谈，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。戴建议，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，努力寻求
和平解决。我拜会了叶楚伧、顾墨三、蒋铭三、孔庸之和熊式辉，将西安所提之四项条件告知他们。我的观察为，他们以为重组政府为最要，否
则，其他条件根本无法实现。我说，我们可以期待西安理性讨论这些条件，但是，我亦向其表示我之担心：我等目标原为救委员长，故绝不能采
取军事解决。以我之见，即便落败，他们亦不会饶过委员长之性命。反之，政府军事上的成功只会愈加危及委员长之安全。他们让我直截了当回
答，委员长是否希望军事解决。此问题我因先前曾与蒋、孔二夫人讨论过，故便摸棱两可地答曰，若能寻得和平解决之道，委员长不希望看到再
发生内战。熊（式辉）说，他担心委员长在西安会违心被迫接受彼等条件。我言，以彼如此了解委员长之为人，竟谓委员长会被逼违心签字，我
甚感惊讶，此系对其人格之污辱。 

    何（应钦）问，汉卿为何提出让戴雨农去，让蒋铭三去是否亦出同样目的，他们是不是欲逼其透露我方军事计划？我答，目前时间紧迫，质
疑彼等动机毫无意义。 

    叶（楚伧）评论道，站在政治委员会立场言，只要委员长在遭胁迫，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，中央应给我一些能够接受之条件，以供参考。
我言，彼曾多次在报纸申明，我此行纯以私人身份，是故无必要为我设定任何条件，我不欲我等之手脚遭缚。我之全部要求系：四天之内，飞机
不能轰炸，陆军不得进攻。但假若四天期限已过，尚未寻出解决方案，此时委员长亦离开西安，他们可放手让飞机大炮轰炸攻打西安，及其他任
何彼等欲攻打之地方。当日晚，政府要员开会，讨论了我的建议。 

    与此同时，我听说，有人建议以黄绍雄接替朱培德担当军委会办公厅主任。我还听张公权之姐的某朋友言，张公权称，西安事变系我一手策
划。如此，度过余之44岁生日。 

12月22日 

晨间，有人将停战条件送我，停战期缩为3天，根本未提停止地面进攻，仅言将停止飞机轰炸，令人不满。我知道，此地之气氛系对我能够回来
充满不信任。 

整个上午，政府要员皆在讨论我们赴西安之事，最终，他们同意，应准许我们去，给出之停战条件亦较前满意[附件A]。我向蒋鼎文询问有关军
情，他称，在12月26日前无论若何不会开战，因为他知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。 

抵西安后，我告诉他们先让蒋夫人去照顾委员长。我与张、杨进行了讨论，戴与蒋鼎文将军亦在场。张、杨同意，次日上午，他们将召开一会
议，并提交具体建议。 

俟后，我于晚间拜见委员长，且探其对周恩来求见之看法，然其却言，我应与蒋夫人同去见周。委员长说，我必须要求周同意：（1）取消中华
苏维埃政府。（2）取消红军名义。（3）放弃阶级斗争。（4）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。要告诉周，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
要。他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，对此，如有必要，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。但是，在此之前，他须先召开国民党大会，以还政于
民。重组国民党后，倘若共产党尊其为服从总理，他将同意：（1）国共联合。（2）抗日容共联俄。（3）他将给汉卿发布手令，收编红军，收
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决定。 

12月23日 

    张、杨交予我们的建议为：由委员长出面，即刻在西安召集一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之大会，这些人应包括陈果夫、李（宗仁）、白（崇
禧）、李济琛、冯玉祥、孙夫人、韩（复榘）、宋（哲元）、刘湘、宋子文、张学良等。俟大会做出决议，委员长可离开西安。另有一种选择，
就是大会在太原府召开，但在此期间委员长要留在西安。会议的议题为落实17日曾与委员长讨论过的四项条件。 

    我对如此条件甚感失望，因为我了解南京方面的态度，他们不会接受。但是，我想我们自己可经讨论提出反建议。我与戴（笠）及蒋铭三谈
及此事，我们同意提出如下反建议报委员长批准： 

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。 

改组政府，排除亲日派。 



释放在上海被捕七人。 

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，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，只要战争爆发，将   

自动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。 

委员长让我与汉卿一道去见周恩来，但主要是听他讲，随后让我跟蒋夫人商量。周称， 

在陕、甘地区，国军屯兵50万围剿中共，仅遣往绥远的两个师未参战，而中共此时已在其致国民党的宣言中同意放弃（赤色）宣传，原则上同意
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。若委员长同意抗日，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。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，然红军的人数不
应仅限定在3,000至5,000人之间。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，红军可拥有30,000人。中共欲保留其军事系统，此亦不应困难，因不管怎样，在
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，已有如此多其他军事系统。中共同意于国民大会召开时参加大会，以一个民主之中央政府来取代中华苏维埃政府。同时，
他们亦将承诺放弃（赤色）宣传与停止向目前苏维埃政府控制以外的地区渗透。他们知道委员长有抗日之心，然其目前的做法不利开展有效之抗
日。他们欲支持者非委员长个人，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。他们认为委员长虽赞同联俄，但却拒绝容共。他还多次提到委员长周围之亲日派。他
说，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，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，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丝筹码。他愿意会见委员长，欲使其明
白，委员长所建议的办法很难向人民解释。他称，就在中共与张、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，以图结束西安事件时，他知道，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
宴，拉帮结派，准备夺权，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。我要周给我提供一份其解决办法之备忘录，该备忘录他次日上午给了我[附件B]。 

    下午，张、杨、周恩来与我会面，讨论新内阁人选。彼等一再劝说由我组阁，但是，我告诉他们，出于政治及个人原因，我绝对不会领导现
在之内阁，且亦不会参加。他们坚持让我执掌财政部，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对获取其日常之开销有信心。他们对外交部长人选不能为亲日分子亦甚
关切，我与他们讨论了几名人选，我建议由徐新六来担任，徐系一热情民族主义者，同时本人又未有如此多色彩，因而不会让日本人解释为，他
的任命即意味战争之来临。关于军政部长，他们建议，此人不应有名无实，而应是委员长真正可倚赖者。因为亲日，交通部他们不想要张公权担
任，而海军部他们亦不愿由陈绍宽担任。关于此次讨论之备忘录请见[附件C]。 

    我与蒋夫人一起见委员长，他答复如下几点： 

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，拟命孔博士担任。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。 

返回南京后，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。 

1、设立西北行营主任，由张负责。 

    2、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、甘。 

3、中共军队应当易帜，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。 

4、中日一旦爆发战争，所有军队一视同仁。 

1、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。 

    2、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，在离开西安后，他将发布手令。 

    我将上述答复交予张、杨及周，他们似甚为满意，次日上午，他们将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。当日深夜，周拜访了蒋夫人，同时他亦与委员长
简单寒暄了几句。 

12月24日 

    在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，上述条件引起轩然大波。多数人坚称，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，若非全部、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。我解释道，在
目前南京已知局势下，委员长返抵南京前，将不能有任何作为。他们如欲支持委员长作为国民领袖，以捍卫国家，则他们必须对他施以绝对信
任，不能损害其威信。我甚为了解，无论如何，在其返回之前，他宁愿去死，亦不会采取其中任何一项措施。席间更有谓举行二次革命者，反对
张（学良），指其过于犹豫不决，为我轻易劝服。张经与我讨论，召集其中态度最激者予以训话，谓尽管他们必须承认方法错误，然其动机善
良。难道他们不想由委员长领导去打日本吗？若否，则他们早在11日就应将他开枪打死。若是，则他们就应付出风险，仅以口头承诺，放委员长
走。而且，他们发动兵变之时，他已明言，他们在冒掉脑袋的危险，任何人任愿退出，难道他们尚有其他办法，以疏解时局？谈话回来后，他自
认已说服了他们。 

    下午，蒋鼎文拜见委员长，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，乘飞机骤然离去。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。戴（笠）的不辞而别令
敌手甚为不悦。 

    晚上，张告诉我，他与杨发生激烈争吵。你发动了政变，在未获任何保证下，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，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。张说他个人
对政变负完全责任，如果他们接受他的领导，一切均会好转，若否，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。对其行动方针，难道还有其他选择？难道他们不想结
束此等局面？杨大为不满地离去。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，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，故形势极为危险。张在城周仅有一团，遂命其部队做秘密
准备，以防突袭。我们讨论了将委员长带至机场骤然离开之可能性，但认为此举过于危险，因张（学良）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
中。后决定，倘局面未有改善，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，先行返回南京。待入夜，我与张将携委员长乘车先至张的营
地，然后由陆路前往洛阳。 

    



12月25日1 

    我见了张，他说（他与杨的）谈判正在进行。我与蒋夫人见了周（恩来），他再次要求见委员长。我力促此事，因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
局之钥匙。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，则我们就可劝服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。周见了委员长，解释说，一年来，中共一直在力图避免内战，以保存国
家实力。他们并未从西安事变中索取任何资本，所提建议措施与数月前之主张并无二样。现在他们想要他做出如下保证：（1）停止剿共。（2）
容共抗日。（3）允许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解释其主张。 

    委员长答曰，红军北上抗日一直为其心中愿望，若如周之所言，他们愿停止一切赤化宣传，听从他的指挥，他将视其军队如己出。在剿共之
所有岁月里，他一直记怀中共之领袖，他们许多人皆曾为其部下。既然他能对桂系施以仁怀，那他对中共亦一定能慷慨对待。他已委托张（学
良）来改编红军，若红军对其效忠，他们将享受如胡宗南军队一样之待遇。在他充分休息后，周本人可亲赴南京，继续讨论。 

    我们辞别委员长。周说，委员长很劳累，不能与之讲话过多，但有几件事必须落实： 

胡宗南军队应调离陕、甘。我说，此点业已达成共识。他要求我做出保证，我做了保证。 

委员长返回后应发表通电。我说，你起草电文，若我相信所拟各点能够接受，我将与委员长会商。 

他提出人民应有言论自由之权力，我答应他将予安排。 

我让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联络员，他说他将落实。 

他要求我逐步释放政治犯，我答应尽力而为。 

我督促周，必须让委员长即速离开，再行耽搁只能令局势进一步复杂，战端一开，难 

以平息。作为委员长之老部下，他应知委员长为信守诺言之人。韩（复榘）、宋（哲元）联电[3]可能令局势出现意外反弹，国家陷于内战，亦
为中共与第三国际所不欲看到。再行停留将影响委员长之威信，委员长已明确表示，若今天不能动身，他就不欲再走。他（指周恩来——译者）
答应尽其所能，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。我与孙尉如及其他将领谈了话，我说，尽管他们的做法应当谴责，但蒋将军大人海涵，看得出其善良动
机，他不会食言，请相信我会不断提醒他的。 

    委员长招张、杨训话，告诉彼等，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，但他原谅他们。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。我与杨将军进行长谈，再次向其予
以保证。他问，我是否能阻止复兴社在陕、甘的行动，称这已引发许多摩擦。我们（指与蒋一道——译者）一起动身前往机场，乘波音飞机离
开，4时30分抵洛阳。 

西安事变日志[4] 

12月13日 

上午在从香港起程至上海前，我们接到一封上海来电，告诉我们西安发生了兵变，委员长生死未卜。 

12月14日 

    上午，宋博士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。他告诉记者，愿意尽其所能，寻求委员长的获释，如有必要，他甚至愿意亲自前往西安。这一声明让
我们有点担忧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也得随行。 

12月17日 

我们飞到南京。政府高官们多次开会，讨论宋博士前往西安的建议。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。经过长时间讨论，最后他们决定，派宋博士去，并给
前线发布命令，停战三天。 

南京市面上流传着许多谣言，据说，西安全城到处插满了红旗，张少帅已失去对军队的控制，等等。这些谣言令我们很不安。宋博士的许多朋友
都前来劝他取消行程。陈凤扆向我建议，请求宋博士不要带我们两人前往西安，他认为，如果旅途危险，白白牺牲两条性命没有意义，但我不愿
跟宋博士讲。 

12月19日 

下午2点30分，我们乘容克号飞机飞往洛阳。乘员有：宋博士、郭增恺、陈凤扆、陈康齐、张洪、沈德上校及两名卫兵。沈上校和卫兵乘另一架
福特号飞机与我们会合。 

    下午5点，我们到达洛阳。我们在军校内过夜。天非常寒冷，宋博士接了几个南京来的电话，南京方面力劝，如果认为此行过于凶险，他就
不要前往。 

12月20日 

天气异常地冷，飞机的引擎直到上午8点30分才启动。我们的飞机沿着铁路沿线飞，皑皑白雪，覆盖了田野，遮掩了山峰，举目望去，但见苍茫
一片。不时，我们还能看见一些铁路货车。 



上午10点30分，我们到达西安上空。宋博士命令飞行员往高处飞，并绕城飞行，试图在飞机降落前观察一下城里的形势。着陆时，我们发现机场
莫名地寂静，机场上停着约30架战机。一辆轿车驶来，里面坐着几名卫兵，他们邀宋博士上车，随即开走了。他们答应回头再来接我们。不多会
儿，几辆轿车驶进机场，将我们及行李送至西京招待所。 

12月21日 

    宋博士与少帅和杨虎城开了多次会议。天一直在下雪，我们被困在西京招待所。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，沈上校乘福特号飞机赶到了。当我们
正用午餐时，电话响了，要我们即刻动身前往机场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囊，赶到机场。下午12点30分，我们起程返回南京，下午5点抵
达。能回来我们都很高兴，但郭增恺告诉我们，我们可能还要去一趟西安，这颇让我们有些沮丧。 

12月22日 

早上得到消息，我们要再去西安。上午10点，有人通知我们去机场待命。蒋夫人将与我们同行，飞机上要装很多东西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
行李装到福特号飞机上。上午11点，宋博士与蒋夫人一起来了，他们立即上了飞机。有很多人还有卫兵或军官们都自告奋勇，要求随大家一道
去，宋博士告诉蒋夫人，飞机装不下这么多的乘客，所以命这些人就不要随行了。 

蒋夫人、宋博士和端纳坐前舱，陈凤扆、陈康齐、蒋鼎文、郭增恺、戴雨农及一名女佣坐后舱。 

下午2点，我们到达洛阳。宋博士、蒋夫人和几名前来迎接的军官离开机场，到某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了。有人给我们送来一些三明治和茶。
下午3点，一行人回来了，我们继续旅行。他们在飞机上吃午饭，供应的有咖啡、三明治还有水果，但没有我们的份儿。午饭后，蒋夫人借了一
个写字板，潦草地写了几句，然后递给端纳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又写了些。夫人看起来很高兴，好像此行是一个快乐的旅程。 

大约下午5点，我们的飞机在西安着陆。没人来迎接我们。负责机场的官员给城里打了电话，大约10分钟后，少帅和杨虎城来了。少帅立刻登上
飞机，面带羞愧地向蒋夫人问候。夫人非常大度，她与少帅和杨将军握手。他们驱车去了少帅府，我们则被带到西京招待所。我们发现，原来所
有的下人都被换掉了，新的下人在我看来都象是士兵。宾馆的门口、楼梯间及其他各处都有卫兵把守。天黑前，沈上校乘福特号飞机抵达。 

12月23日 

上午大约10点，我们接到少帅府打来的电话口信，让陈凤扆和我立刻赶到那里。街上一切正常，快到少帅府时，道路被铁丝网和沙袋封住，只留
有一辆轿车通过的空当。卫兵盘问我们的司机，当我们向其解释了我们此行的使命时，他们给我们放行。临近少帅府时，我们看到了更多的铁丝
网和沙袋。在一些战略要点地带，都布置了中型的机关枪。进入少帅府后，我们被带到会客室。宋博士进来，带给我们一封电报，让我们编码。
完成编码后，我们被送回宾馆。 

负责西京招待所的官员将飞机驾驶员和沈上校安排住在宾馆的西厢，离我们颇有一段距离。我想他们是有意这样安排的，为的是将我们分开。每
当我们与沈上校一道下楼去吃午饭时，他们总是拦着我们。卫兵们盘问沈上校，令我们很不舒服。他们的不友善态度让我们有些担心，我们觉
得，有些卫兵正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为表示我们没有什么秘密隐藏，我们经常故意开着门交谈。 

沈上校要我们去他房间吃涮羊肉，那味道令我作呕。盘子也非常脏，我一点胃口都没有。晚饭后，蒋百里要我去他房里，他给我讲了政变期间发
生的一些真实故事，他是政变中被扣留者其中的一员，他不知道自己人身现在是否自由。我盼望着他能缩短谈话，因为我不想关起门来与他谈话
这么久，从而引起卫兵的怀疑。他讲完故事后，我立即请辞，回房睡觉。 

12月24日 

    早上，我们又被招到少帅府，为几封电报编码。同时我们接到命令，下午6点返回宾馆。到了约定时间，我们还在少帅府。晚饭时分，我们
不得不腾出会客室，被带到地下室的一间房内。房间很小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。所有窗户都被涂白了，里面人看不到外边，外面人更看不到
里面。我有点怀疑，这就是曾羁押过委员长的那间房。 

    晚上8点30分，有人送来了晚饭。我从未想过，我们的圣诞前夜竟是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。晚饭后，他们又让我们重新回到会客室。夜11
点，我们和宋博士一道回到西京招待所。 

    宋博士似乎很疲倦，丝毫得不到休息。他让郭增恺去见杨将军。一直到凌晨2点，他们才上床睡觉。 

    

12月25日 

    早上，宋博士把我叫去，告诉我随时待命。他告诉我，他会给我打电话，接到电话后，我和凤扆、张洪要立刻赶到少帅府，别带任何行李。
我告诉了凤扆，他马上猜说，我们很快就要启程了。我开始打点行装，但突然我记起了宋博士告诉我们的别带任何行李，很显然他不想让任何人
知道我们要离开的事，于是，我马上又松开行囊。要把我一件很好的皮毛大衣丢在这里，我肯定很难过。 

    大约11点左右，电话来了，我们赶到少帅府。我们发现一切都很正常。我们呆在会客室里，耐心地等着。随后是午饭，什么动静没有。随后
是太阳开始落山，还是没有任何我们要走的迹象。 

    下午5点左右，我们突然接到通知，我们马上就要前往机场。我们上了汽车，等候进一步的指示。我们看到宋博士去了少帅府隔壁的房子，
那时关押委员长的地方。约5分钟后，我们看到一辆轿车出了大门口，有人告诉我们，委员长和宋博士就在那辆车里。我们让我们的车跟着，不
久我们到达机场。 



    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少帅也上了飞机，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。 

    委员长、蒋夫人、宋博士和少帅乘少帅的波音飞机先离开。我们的飞机引擎有些故障，要延误半个小时。我们趁机急急忙忙地赶回西京招待
所，取回我们的行李，返回机场时正好是飞机起飞的时间。 

    我们抵达洛阳时天已经黑了，借着月光，我们的飞机安全着陆。我们在洛阳过的夜。 

12月26日 

    一大早，委员长上了第一架飞机，凤扆和我也上了这架飞机。根据决定，宋博士和少帅乘第二架飞机走，两小时后再离开洛阳。由于知道届
时南京将会有许多人迎接委员长，为使少帅避免尴尬，所以最好不要同时抵达。 

    我们到南京时，有上千人在机场列队迎候委员长。 

    少帅是中午到的，他住在了宋博士家。 

12月27日 

    少帅被要求到某个法庭出庭，宋博士陪着他，但是少帅再也没有回来。 

    中午左右，一些宪兵来到宋博士家，解除了少帅随行卫兵的武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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